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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能源消费碳足迹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STIRPAT模型和偏小二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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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量化人口、城市化和技术等因素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以北京市为研究对象,引入修正的碳足迹方法计算 1990~2011 年城市能

源消费碳足迹,采用 STIRPAT模型和偏小二乘模型对城市能源消费碳足迹的影响因素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城市化、人均收入、人口是碳排

放最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而能源消费强度、产业结构和研发投入比重等因素导致碳排放降低.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城市碳排放总量虽然整体状况还在增加,但增长速度在逐步放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尚未实现协同.根据模拟结果,降低碳排放和建

设低碳城市的建议是发展集中型和紧凑型的城镇功能组团,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合理引导居民绿色消费,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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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 the impact factors of energy consumption related carbon footprints using the STIRPAT model and PLS 

model in Beijing. CHEN Cao-cao1,2*, LIU Chun-lan1,2, WANG Hao1,2, GUAN Jing1,2, CHEN Long1,2, WANG Hai-hua1,2, 

ZHANG Ji-ping1,2, LI Zheng1,2, LIU Xiao-jie3 (1.Beijing Municip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ijing 100037, China；2.National Urba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re, Beijing 100037, 

China；3.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4,34(6)：1622~1632 

Abstract：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technology on metropolitan’s CO2 emissions, we 

examine Beijing city’s carbon footprints of energy consumption during 1990-2011 using the revised footprint method. In 

particular,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urban energy consumption are evaluated by STIRPAT model and 

PLS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urbanization, affluence, and population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ositive driving factors 

of Beijing city’s CO2 emissions, while the impacts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tens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R&D 

proportion in GDP are negative;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n footprints and affluence is not 

strongly supported by the estimation. The city’s carbon footprints still increase, but the growing speed begins to slow 

down, which shows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have not achieved a coordinated 

effect.; simulation result further suggests that applied measures of integrated and compact urban function units, controlling 

excessive growth population, reasonable consumption for city dwellers,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n help to reduc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develop the low-carbon city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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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人类当今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

一,由气候变化引发的“生态系统恶化”等问题

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国既是温室气

体排放大国,也是发展中大国,随着能源消费的不

断增加,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将不可避免仍会有较

大幅度增长,从发展低碳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

内在需求出发,制定适当政策和采取有效措施,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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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速与增幅尤为重要.如

何有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

点,关键问题之一在于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

素及其效用分析,这直接关系到减排政策的制定

与措施实施. 

人类活动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受到人口、富裕

度及技术进步等驱动因素影响.围绕这一问题, 

IPAT 模型及其衍生的 STIRPAT 模型及变形是主

流的研究手段之一.20世纪 70年代美国生态学家

Ehrlich和Holdren
[1]
提出的 IPAT模型(I=PAT)以研

究经济活动与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模型表明人

口(P)、人均财富(A)和技术(T)三者之间相互作用

会对环境产生重要影响.IPAT 模型的分析框架简

洁、直观而开放,涵盖了人口、经济和技术 3个主

要影响因素 ,因此在环境问题上被广泛应

用  

[2-3]
.IPAT 模型属于恒等式模型,驱动力或环境

影响因素相互之间存在等比例的推导关系,无法

说明单一因素对环境压力的影响,与模型的假设

不符
[4-6]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基于 IPAT 模型的非

线性随机回归 STIRPAT 模型被提出,并对其不断

改进.例如,Dieta
[7]
在 IPAT模型的框架上增加了随

机项误差,研究人口、富裕度和技术对 CO2排放的

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人口与富裕度对排放的弹性

均略高于 1.Shi
[6]
利用 STIRPAT 模型研究不同收

入国家人口、富裕度、工业和服务业比重对 CO2

排放的影响,引入一阶自回归项以消除自相关,他

发现人口对CO2的排放弹性在不同收入国家间存

在异质性,平均弹性为 1.42,其中不发达国家人口

弹性系数接近2,发达国家则在1以下,其结论支持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Poumanyvong等
[8]
研究城

市化对能源利用和 CO2 排放的效用 ,他使用

1975~2005 年 99 个国家的时间序列,发现在低收

入国家城市化增加降低能源使用和 CO2 排放,但

在中等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与能源消费水

平呈正相关关系.Lin等
[9]
采用 STIRPAT模型研究

1978~2006 年期间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人均

GDP、工业化水平和能源密度等因素对环境的影

响,结果发现人口和城市化水平是环境压力排放

前两位的重要因素,相应弹性分别为 1.51 和 0.48.

国内学者针对国家和区域也开展同类研究
[10-16]

.

通过已有文献可见,STIRPAT 被广泛应用于评估

人口、富裕度和其他因素对环境的影响,大量的研

究集中于讨论国家层面或跨国家层面研究范畴,

但在区域和城市层面开展的相关研究较少,城市

化与碳排放及城市不同发展阶段与碳排放之间

关系仍不明确
[8,17-18]

.已有研究在碳排放因素选取

方面,呈现不一致或不全面的特点,有必要选取更

为全面的影响因素构建影响因素模型. 

城市作为居民聚集地,是人类生产生活主

要空间载体和碳排放关键地理单元,在碳减排

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19-20]

.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亦是国际大都市,具有特殊

的政治地位,开展北京市碳足迹及影响因素研

究,探讨如何在响应国家的宏观政策的同时,有

效控制碳排放增量,积极向低碳城市转型,为国

内其他省市提供示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北京市为例,以能

源消费碳排放表征城市碳足迹,选择一系列有

代表性的典型影响因素指标,利用 1990~2011年

长时间序列,采用 STIRPAT 模型和偏小二乘模

型(PLS)建立北京碳足迹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定

量化模型,根据模型中回归系数大小考察评估

因子和 CO2 排放的相互影响及大小排序,为城

市碳减排对策提供建议. 

1  研究方法 

1.1  能源消费碳足迹 

碳足迹揭示了终端消费领域人类活动对全

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是近年学术界新兴的研究热

点
[21]

.目前碳足迹缺乏学术上明确的定义,在许

多情况下碳足迹被视为生产活动中直接和间接

产生的CO2物理排放量或排放当量
[22] 

.碳足迹主

要的研究方法有三类:过程分析法、投入产出和

混合法
[23-25]

.过程分析法基于生命周期评估方法

和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对数据的需求量很高;投

入产出法依靠投入产出模型和自上而下的核算

法则,适合于宏观区域产业分析,容易受到投入产

出表数量限制;混合法是过程分析法和投入产出

法的结合,目前的研究仍不多见
[22,26]

. 

能源消费碳足迹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环境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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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变化,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13]

.本

文参考联合国环境署(UNEP)和联合国人居署

(UN-HABITAT)、本地可持续发展组织(ICLEI)

及世界资源研究所 (WRI)等制定的评估方

法 

[27-28]
.城市碳足迹可分为 3个层次:层次 1为发

生在城市行政边界内部的直接碳排放,如工业和

服务业生产排放;层次 2 为发生在城市行政边界

外部由城市活动导致的非直接排放,仅限于电力

和热力消费;层次 3 将非直接排放的范围扩展到

发生在城市边界外部,除层次 2 外所有由于城市

消费带来的蕴含的上下游碳排放.目前大多数国

际大城市广泛采用的城市碳足迹评估方法评估

范围为层次 1 和层次 2
[29]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

北京实际情况出发,本研究以城市能源直接消费

和间接消费(外调电)所产生的 CO2 排放作为城

市碳足迹(层次 1和层次 2),评估 1990~2011年北

京市能源消费碳足迹. 

1.2  STIRPAT模型 

本研究选择了Dietz等提出的改进后的非线

性随机回归 STIRPAT 模型
[4,30]

.STIRPAT 模型抛

弃单位弹性的假设,加入随机性从而便于实证分

析,并且能通过技术项的分解,实现对城市化、产

业结构等各种类型驱动因素对环境压力影响的

评估
[31]

.STIRPAT模型能够克服 IPAT模型“各影

响因素同比例影响环境压力”假设的不足,是对

IPAT模型的修正和扩展
[4]
,具体公式表达如下. 

 Ii=aPi

b
Ai

c
Ti

d
ei (1) 

式中:I、P、A、T分别表示环境压力、人口数量、

人均财富和技术;a是模型系数;b、c、d分别是人

口数量、人均财富和技术等驱动因素的指数;e

为模型误差.下标 i 表明不同的观测单元各异的

模型参数.假设 a=b=c=d=e=1,STIRPAT模型即还

原为 IPAT 等式,保留了 IPAT 模型中人文驱动力

的相乘关系.STIRPAT 模型属于多自变量非线性

随机模型,在对模型(1)两边同时对数变化处理后

变为模型(2). 

 lnI=lna+b(lnP)+c(lnA)+d(lnT)+lne (2) 

以 lnI为因变量,lnP、lnA、lnT作为自变量,lna

作为常数项,lne 作为误差项.根据弹性系数概念,

当其他影响因素保持不变时,驱动力影响因素(P

和 A)每变化 1%,将分别引起 I 变化 b%和

d%.STIRPAT 模型允许对模型扩展,通过增减或

分解因素,提高模型的分析解释能力. 

1.3  模型影响因子 

城市碳足迹影响因素存在多个层次,基于已

有研究成果,结合北京市具体实际情况,本文对

STIRPAT 模型因子进行了扩展,选取了人口因素

(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技术

进步水平(产业结构、单位 GDP能耗、科技研发

投入占 GDP比重)等变量. 

人口因素 P分解为人口数量 P(万人)以及城

市化率 Ur(%)两项,城市化率虽然经常作为经济

指标出现,但实际是一个综合体现城市人口密

度、生活方式习惯的人口指标
[32]

,并最终影响城

市碳排放,城市化率Ur采用城镇人口数占总人口

数的比例表示,反映城市人口的环境影响.城市人

口人均能源消费一般能达到农村人口的3.5~4倍,

对城市整体碳排放影响很大
[33-34]

. 

人均收入水平 A分解为单位人均GDP(万元

/人,2000年不变价)以及单位人均GDP平方两项,

人均GDP是地区国民富裕程度的重要体现,也是

导致环境问题的主要驱动力.许多研究成果显示,

低收入国家人均富裕程度提高会增加碳排放量,

然而高收入国家随着人均 GDP增加会降低碳排

放
[6]
.在本模型中加入人均GDP二次项,目的是分

析随单位人均 GDP 的增加,北京市能否出现倒

“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技术因子 T 的选取较为复杂,包括第二产业

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单位 GDP能耗强度、研

发经费占当年 GDP比重.第二、三产业比重反映

产业结构变化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以制造业为

基础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要消耗更多的自然

资源,一般随着工业和服务业比重消长变化,碳排

放将发生较大的改变.北京市第三产业结构比重

自 1994 年开始已超过第二产业,但目前仍约占

30%.本文将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均作

为反映产业结构变化的技术指标纳入模型当中.

单位GDP能耗强度反映区域能源集约利用水平,

在已有研究中作为技术指标多次出现.研发经费

占当年 GDP比重指标衡量一个地区社会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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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的指标,北京市研发经费占GDP比重全国

最高,2010 年已经达到 5.5%,与世界发达国家研

发经费 5%的 GDP 占比持平,也纳入到本次模型

的变量中来. 

综合以上考量,最终得到的非线性城市碳足

迹模型如式(3)所示.具体模型变量可见表 1. 

lnCO2=lna+b1(lnP)+b2(lnUr)+c1(lnA)+c2(lnA)
2
+ 

d1(lnInd2)+d2(lnInd3)+d3(lnE)+d4(lnRD)+lne (3) 

表 1  模型变量 

Table 1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in the model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单位 

I 二氧化碳排放量 城市范围 1和范围 2碳排放,包括外调电 万 t 

P 城市人口规模 城市人口数据 万人 

Ur 城市化率 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 % 

A 人均 GDP 人均 GDP 元/人,2000年不变价 

Ind2 二产比重 第二产业占总 GDP比重 % 

Ind3 三产比重 第三产业占总 GDP比重 % 

E 单位 GDP能耗 单位 GDP标煤能耗量 t标煤/千元,2000年不变价 

RD 研发费用比重 研发费用占 GDP比重 %,2000年不变价 

 

1.4  数据来源 

采用 1990~2011 年数据,能源消费实物量的

数据源于北京市历年的能源平衡表以及分行业

部门的能源消费量.人口总量、人均 GDP、城市

化率、第二、三产业比重等所需数据源于《北京

市统计年鉴》
[35]

.为剔除物价上涨因素,GDP采取

2000 年不变价进行换算.为消除变量之间的量纲

关系,使数据具有可比性,基于原始数据列的均值

和标准差对数据进行标准化. 

本研究的能源消费指能源的终端消费量,考

虑到历史数据一致性和数据代表性,能源数据包

括原煤、汽油、柴油、煤油、天然气和外调电力

6种能源,能源消费的实物量来源于历年的《北京

市统计年鉴》
[35]

.能源消费碳排放量采用《IPCC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提供的排放系数

法 

[36]
,碳排放量等于各类能源消费量与相应排放

因子的乘积.与前人研究有所区别,本文能源排放

因子采用北京市本地能源消费的实测因子
[37]

.以

往国内研究一般采用折标后的标煤计算碳排

放 

[11,13,38]
,本研究采用实物量进行评估,采取实物

量作为活动水平数据与本地化排放因子匹配有

助于提高评估精度,能够为后续统计实证模型提

供更好的输入参数. 

2  实证分析 

2.1  城市碳足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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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碳足迹和人均碳足迹变化(1990~2011) 

Fig.1  Variation of city’s total carbon footprints and 

per-capita footprints(1990~2011) 

根据本文界定的碳足迹计算方法,北京市

1990~2011年城市总碳足迹由 4723.95×10
4
t上升

到 15830.62×10
4
t二氧化碳当量(CO2-eq),总碳足

迹增加了 2.3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6.09%.人均碳

足迹由 4.35t/a上升到 7.84t/a,人均碳足迹增加了

80.29%,年平均增长率为 3.00%.从总体变化趋势

看,人均碳足迹增长速度低于城市总碳足迹的增

幅 .城市总碳足迹呈现两阶段明显的变化 , 

1990~2002 年城市总碳足迹上升斜率较平缓 , 

2002年以后增长幅度明显加快,2008年北京奥运

会极大的带动了北京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能源

和物质消耗庞大,是此两阶段斜率变化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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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碳足迹上升变化平缓,没有明显的阶段划分,

北京市人口基数大,外来人口多增长快,导致人均

碳足迹增长缓慢,近年由于北京市不断加强节能

减排措施力度,城市总碳足迹增长放缓,人均碳足

迹还出现了下降的势头. 

2.2  最小二乘回归模型预评估 

首先使用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法进行预评估

(表 2),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的回归拟合优度 R
2
= 

0.996,调整后拟合优度 Adj R
2
=0.989,通过了

0.001显著水平F检验,表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线

性模型存在且拟合度较高.然而,lnUrb、lnE 等模

型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无法通过 0.05 显著性水平

的 t 检验.通过检验模型自变量相关关系矩阵,各

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lnp,lnA,(lnA)
2
,lnUr, 

lnInd2,lnInd3 相互之间均能通过 0.01 显著性水平

的相关分析检验,方程很可能存在多重相关性.目

前对多重相关性常见诊断方法是方差膨胀因子

(VIF),一般认为如果自变量最大 VIF 超过 10,表示

多重相关性将严重影响最小二乘的估计值.计算结

果显示 7个自变量的VIF值均远大于 10.因此无法

采用常见的最小二乘模型估计回归系数,必须消除

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才能得到稳健的结果. 

表 2  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的拟合结果 

Table 2  Analysis results of OLS regression model 

自变量 B SE(B) Beta t Sig VIF 

lna 9.613 6.764 - 1.421 0.177 - 

lnP 0.817 0.419 0.382 1.952 0.071 73.956 

lnA 1.266 0.407 1.648 3.107 0.008 544.765 

(lnA)
2
 - - -3.111a

 -1.603 0.133 8107.513 

lnUr -0.812 1.436 -0.111 -0.566 0.581 74.267 

lnInd2 -0.863 0.417 -0.573 -2.069 0.058 148.450 

lnInd3 -1.111 0.327 -0.570 -3.392 0.004 54.692 

lnRD -0.023 0.054 -0.032 -0.426 0.677 11.019 

注:(lnA)
2与lnA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其膨胀因子VIF高达10668.056,被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剔除 

2.3  偏小二乘回归模型检验 

偏小二乘回归模型(PLS)主要用于解决多元

回归中变量多重相关性和样本容量较少、自由度

较低等实际问题
[39]

.偏小二乘回归的原理是将多

元回归、主成分分析、典型相关分析结合起来,

分别提取自变量 X 和因变量 Y 的成分因子 ti与

ui,各提取成分要求相互独立,尽可能大的反映 X

与 Y 变量的变异信息,同时自变量成分 t 对 u 又

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从而建立成分因子与自变量

的回归方程.首先需要将所有自变量和因变量原

始数据标准化,其次提取第一个成分 t1与 u1,建立

X 对 t1及 Y 对 t1的回归,如果回归方程达到满意

的精度,算法终止,否则利用 X和 Y被 t1解释后残

差信息进行第二轮成分提取,反复直至达到一个

满意的模型精度.本文将重点考察人口规模、人

均收入水平、城市化等影响因子对城市碳排放之

间的相关性和回归关系,分析平台为 Simca-P. 

首先通过 t1/u1散点图和 t1/t2散点图(或 T
2
椭

圆图)两种方式判断 PLS模型拟合的好坏.图 1可

见自变量提取的成分 t1与因变量提取成分 u1之

间存在显著线性关系,线性拟合度 R
2
为 0.954,证

明 t1和 u1能够很好的代表自变量 X和因变量 Y,

采用 PLS 方法建立线性模型是合理的.t1/t2散点

图被用来在平面上观察样本点的分布情况和相

似性结构
[39]

,可见 PLS模型的样本点分布在椭圆

之内且基本均匀,并未发现奇异点,表明本研究模

型样本取值合理. 

通过交叉有效性评估提取自变量成分的数

量,成分 ti的交叉有效性记为 Qi

2
,使用 m个成分

t1、t2……tm建立偏小二乘模型的累积交叉有效

项 Q
2
(cum).从表 3可以看出,当提取到第 3个成

分时,Q
2
已经为负值,其他第 1、2 成分 Q

2
均大

于临界值 0.0975,累积交叉有效项在第二成分时

达到 0.985,因此提取 2 个成分即可使模型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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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的精度.此时方程对城市碳排放的解释能

力为 0.988,偏小二乘模型拟合达到了较高的精

度.与此同时通过模型预测值与真实值的散点

图考察拟合效果(图 3),真实值与模型预测值显

示出良好的线性关系,表明 PLS 模型的拟合非

常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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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1/u1                                                                           (b) t1/t2 

图 2  t1/u1散点图与 t1/t2散点图 

Fig.2  Scatter plots of t1/u1and t1/t2 

表 3  最小偏二乘模型交叉有效性 

Table 3  Results of cross validation by PLS model 

成分数 

m 

交叉有效性 

Q
2
 

累积交叉有效性 

Q
2
 

方程拟合度 

R
2
 

1 0.952 0.952 0.954 

2 0.696 0.985 0.988 

3 -0.003 0.985 0.990 

17.6 17.8 18.0 18.2 18.4 18.6 18.8 19.0
17.6 

17.8 

18.0 

18.2 

18.4 

18.6 

18.8 
R

2
=0.995 

Y(lnCO2)=Pred(lnCO2)+7.28×10
-6
 

Y
(l
n
C
O

2

) 

Pred(lnCO2)  
图 3  最小偏二乘模型城市碳排放预测值与真实值散点图 

Fig.3  Scatter plots of predicted value and observed value 

of carbon footprint by PLS model  

2.4  偏小二乘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偏小二乘模型回归系数拟合结果如表 4 所

示,各回归系数符号符合城市增长模式和经济学

意义上检验.众多影响因子中人口、人均收入水

平、城市化水平等增加会促进城市碳排放量扩大;

而万元 GDP能源强度、二产和三产比重以及研

发投入比重升高会降低城市碳足迹. 

从模型系数的大小上看,城市化水平是影响

北京市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最主要和关键正向

因素,城市化水平对城市碳足迹弹性最高,北京市

城市化水平每增加 1%,碳足迹将增加 2.20%.这

表明国内大都市城市化水平提高是造成能源消

费碳排放增加的重要诱因.如果按照城市发展与

环境演化关系理论解释,城市化对环境影响的驱

动与抑制作用并存.从城市化发展由初级到中级

阶段,城市化导致的环境影响和压力会随之增加,

但当城市化进一步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居民环境

意识不断增强,逐渐通过技术革新、集约化发展

以及行业结构转型等方式,为碳排放集中控制提

供了方便和可能,从而降低城市化产生的环境影

响
[8]
.但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存在不同的研

究结论.例如,York 等
[4]
发现城市化显著增加城市

碳足迹,在其进一步研究中指出,即便在现代化都



1628 中  国  环  境  科  学 34卷 

 

市地区,城市化仍会刺激能耗和碳排放增加
[41]

. 

Boserup
[42]
认为城市人口密度增长会带来城市文

明传播和技术水平的提高,高素质人口增多对环

境压力有正向的促进作用.Shi
[6]
针对全球不同国

家和地区样本研究,认为高收入地区城市化对碳

排放影响要小于低收入地区.北京作为我国经济

发达地区之一,2010年人均GDP突破 10000美元,

第三产业比重超过 75%,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

属于中等富裕国家水平,达到城市化演进后期阶

段.但是本研究模拟结果显示北京市城市化对碳

排放推动作用依然非常明显,高级城市化阶段对

碳排放抑制作用尚未体现.燕华
[10]
对上海的研究,

也有相似的结论,城市化仍是国内发达大都市碳

排放最主要的驱动因素.这说明了国内大都市虽

然城市化水平很高,居民收入或产业结构已接近

国外中等富裕国家水平,但是城市化仍体现为碳

排放的正向促进作用.一方面原因是国内城市持

续以摊大饼的方式膨胀,城区空间持续增长,城市

化推进导致基础设施需求继续增大,消耗大量的

水泥和钢铁,刺激水泥、钢铁等一系列基础原材

料行业碳排放增长
[43]

;另一方面城市中居民消费

水平提高和生活方式改变,刺激住宅、交通、娱

乐等能源消耗直接与间接需求增长 

[34,44]
. 

表 4  最小偏二乘回归系数拟合结果 

Table 4  Coefficients results of PLS regression model 

变量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常数项 1.211 45.528 

人口 lnP 0.493 0.230 

富裕度 lnA 0.134 0.175 

富裕度平方项(lnA)
2
 0.026 0.220 

万元 GDP能源强度 lnE -0.147 -0.150 

城市化水平 lnUr 2.202 0.300 

二产比例 lnInd2 -0.138 -0.092 

三产比例 lnInd3 -0.104 -0.054 

研发投入比重 lnRD -0.092 -0.129 

 

人口数量对碳排放影响也较为显著,弹性系

数达到 0.493,仅次于城市化指标.北京人口总量

已超过 2000万,外来人口快速增长是推进北京人

口总量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1990~ 

2011 年北京市年均常住人口增长率达到 3.05%,

总人口增加了 87.85%.2000~2011 年增加了 637

万人,是前一个 10 年增加人口数的两倍多.优势

的区位和经济条件不断吸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

北京.外来人口增加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

同时,也对城市的资源、环境形成巨大的压力,庞

大的城市人口基数必然导致城市碳排放总量的

刚性增加. 

人均收入水平是北京城市碳排放另一个重

要指标,其对北京城市碳排放的弹性可以通过

York
[4]
提出的方法计算得到(0.134+0.052lnA).按

2011年人均 GDP估算,人均 GDP每增高 1%,北

京城市碳排放增加 0.225%(2000年不变价计算).

人均收入水平对应富裕程度,与消费模式及其随

之的环境效应有关.通常富裕度高的城市在基础

设施、交通及消费需求等比富裕度低的城市消

耗的资源与能源强度更高,产生环境效应影响要

大,因此碳排放量也更高.但在发达国家紧凑型

城市也存在截然相反的情况,紧凑型城市人均收

入水平较高,人口和城市规模低而聚居,出行距

离短,热力和电力等供应损耗少,城市公共交通、

教育等基础设施能够发挥较高的功效,并且高科

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相对清洁低碳的

天然气等现代能源占据城市能源消费的主导地

位,因此该类城市能够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

拥有较低的环境影响
[45]

.北京市不属于紧凑型

城市,本研究中人均收入对城市碳排放表现为促

进作用.随着北京市人均收入不断攀升,城市碳

排放并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但是城市碳排放的

弹性系数增幅已经出现明显的减缓势头,多年平

均增幅保持在 0.006 以下,且在最近 5 年增幅下

降很快(表 5).说明城市居民消费没有随收入水

平提高而激增,正在向绿色消费和低碳消费等好

的方向转变. 

另外,偏小二乘模型中(lnA)
2
的回归系数值

为正,意味着在研究时段内北京市碳排放不存在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发展并未带来城市碳足

迹减少的拐点.此结论在对国内上海、沈阳、苏

锡常地区等相似研究中存在相似情况
[11-12,14]

,反

映出国内各省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尚未达到

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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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人均 GDP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弹性系数 

Table 5  The elasticity coefficients of city’s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or different units of per-capita GDP 

A 10.215 11.144 12.313 13.704 15.401 15.511 16.795 18.781 20.472 22.494 

EEA 0.255 0.259 0.265 0.270 0.276 0.277 0.281 0.287 0.291 0.296 

△EEA  0.005 0.005 0.006 0.006 0.000 0.004 0.006 0.004 0.005 

A 25.497 27.668 30.039 33.441 36.391 40.002 44.340 46.609 49.607 48.946 

EEA 0.302 0.307 0.311 0.317 0.321 0.326 0.331 0.334 0.337 0.336 

△EEA 0.005 0.004 0.004 0.006 0.004 0.005 0.005 0.003 0.003 -0.001 

注:A为人均GDP(千元/人,2000年可比价),EEA为弹性系数,△EEA为弹性系数变化值 

负向因子体现为技术因素对碳排放反向抑

制作用,回归系数绝对值从高往低排序为:万元

GDP能耗强度(0.147),二产比重(0.138),三产比例

(0.104),研发投入比重(0.092).万元 GDP 能耗强

度是反映地区能源消费构成、经济增长方式、设

备技术装备水平及能源利用效率等的综合性指

标,是二氧化碳减排的主要动力.得益于清洁能源

改造工程的实施,以及落后产能退出、搬迁调整

等工业政策的实施,北京城市万元GDP产值能耗

下降幅度自“十一五”以来一直处于全国首位.

但是能源强度对城市碳排放带来的负向作用明

显不足以抵消城市化、人口、收入水平等其他因

素引起的二氧化碳增长. 

北京市第二、三产业对城市碳减排的影响作

用仍比较低,第二产业对碳排放抑制作用要高于

第三产业.与其他地区工业能耗居高不下不同,北

京市拥有独特的区域特点.北京市第三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比重远高于第二产业,但研究期间内第

二产业节能降耗的措施和力度要大于第三产业.

北京通过大力实施第二产业“以退促降”的产业

政策,停产搬迁高耗能企业,淘汰生产落后工艺,

工业等高耗能行业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下降迅

速,1990 年工业在能源终端消费中的比重 62%,

到 2011年下降到仅为 30.86%.自焦化厂、首钢和

化工企业等主要“两高一资”企业实施搬迁或停

产措施以后,未来北京市继续通过退出或调整第

二产业来节能减排的空间已所剩无几.尤其传统

的第二产业对能源消耗和使用,造成大量碳排放

的情形,已经被北京市第三产业对能源大量需求

和消费取代,因此第三产业碳排放变得异常突

出  

[46]
.从国际经验看,第三产业消耗的能源和资

源比第二产业少,其比重上升有利于降低环境影

响,北京市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需要将工业

制造业发展面向高端,重点依赖现代服务业和高

新技术产业,作为节能减排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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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模型变量的投影重要性指标 VIP 

Fig.4  The VIP value of each variables in PLS model 

从研发投入比重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看,在模

型所有抑制因素中影响最低,表明科技进步对北

京城市碳排放起到作用相对薄弱.北京市多年来

一直是全国科技中心和技术创新基地,高校、科

研院所和高端人才数量密集,科研设施先进,技术

领域全面,研发经费及科技人员数量等都在全国

名列前茅.但是北京市在科技创新方面存在一定

问题,体现在缺乏协同创新机制,条块分割加剧了

不同科研机构间的协调成本,企业不是创新的主

体,科技创新的产业化效果不突出,重技术引进轻

技术消化等
[47]

.这些不利因素严重降低了科技创

新在北京市节能降碳中发挥的作用.在全球范围

内看,科技创新是节能减排的关键所在,从节能技

术到新能源开发利用、节能产品和服务已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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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低碳能源战略的重点.北京市应整合科技资

源,加强并协调区域低碳技术创新要素间互动,推

进产学研合作和技术转移,加强低碳产业布局和

制度创新,提高低碳竞争力,使科技进步与城市低

碳建设更紧密的结合. 

为了更好的测度各个自变量 xj 对偏小二乘

模型因变量的作用,本研究采用变量投影重要性

指标 VIP.VIP 反映每个自变量在解释因变量时

作用的重要性,如果某自变量拥有相对较小的

VIP 指数值(小于 0.8),认为该变量对模型的解释

度不高,可考虑剔除该自变量,VIP 指数表达式定

义如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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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IPj为 xj变量的重要性指数;Rd(Y;t1,…,tm)

为偏小二乘模型的累积解释能力,t1,…,tm 为自变

量提取出的成分;whj为轴 wh的第 j 个分量,被用

于测量 xj对构造 th成分的边际贡献.图 3 为偏小

二乘模型各个系数的 VIP 值图.VIP 计算模型解

释能力结果与回归系数拟合拥有较好的一致性.

可见每个变量的VIP均大于0.9,变量在解释因变

量北京城市碳排放能力作用较强.所有变量中,城

市化拥有最高的解释力度,其次为富裕度指标、

人口、单位 GDP能耗、二产比重、三产比重和

研发投入比重. 

3  讨论 

本文采用城市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和基于

外调电力的间接能源碳排放估算的城市碳足迹,

评估范围和计算结果比以往基于直接排放评估

大,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在国内外近期研究得到

越来越多的应用  

[20,37,48]
.在模型模拟方面 ,对

STIRPAT 模型因子进行了扩展,将人口因素(人

口规模、城市化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技术进

步水平(产业结构、单位 GDP能耗、科技研发投

入占 GDP 比重)等变量纳入驱动变量范围,扩充

了碳排放影响驱动力指标体系,考虑更为全面. 

本文在诸多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一个值得

深入研究的问题是技术因素因子的选择,一方面

不同研究者对技术因子选取的具体指标不同,可

能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

STIRPAT 模型扩展度高,有研究者提出将技术因

素 T归并到误差项 e中成为涵盖文化、制度、组

织等综合因素,而不进行单独估计
[6-7,30]

.采取后

一种方法的优点是以误差项简化模型因子,缺点

是无法区分细微因素的影响.本文是在总结前人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技术因子指标,下一步的

改进方向是利用不同的技术因素指标集合来筛

选和研究其与城市碳足迹的相互关系. 

4  结论 

4.1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和北京市具体实际情况,

对常规 STIRPAT模型因子进行了扩展,选取了人

口因素、人均收入水平、技术进步水平等变量,

建立了改进后的北京市非线性碳足迹 STIRPAT

模型.偏小二乘模型的应用既保证了回归变量的

充分利用,又避免了多重共线性的产生. 

北京市 1990~2011 年城市总碳足迹由

4723.95×10
4
t 上升到 15830.62×10

4
t二氧化碳当

量(CO2-eq),总碳足迹增加了 2.35倍,年平均增长

率为 6.09%.人均碳足迹由 4.35t/a上升到 7.84t/a,

人均碳足迹增加了 80.29%,年平均增长率为

3.00%. 

4.2  基于PLS模型和STIRPAT模型的拟合结果

通过了各项显著性检验,北京城市碳足迹主要驱

动因子包括城市化水平、人均收入、人口、能源

消费强度、产业结构和研发投入比重等,各驱动

因子系数符号与大小满足城市增长模式和经济

学意义上的检验,与北京城市发展实际情况吻合. 

4.3  从驱动因子影响程度和方向上看,城市化

水平、人口、人均收入水平等增加会促进城市碳

排放量扩大.其中城市化水平对促进北京市能源

消费碳排放量作用最大,其次为人均收入水平和

人口,对城市碳排放的弹性系数分别为 2.20、

0.493和 0.225.就北京而言,尚未扭转传统摊大饼

式城市发展思路,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加大的基础

设施建设和能源需求,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增加了

资源环境压力,另外生活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提

高等诱因都在推动北京市碳排放水平持续增高.

从城市碳排放与人均收入水平关系发现,研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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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

线,与国内其他省市已有研究结论相似,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尚未实现协同.需要指出北京城市碳

排放总量虽然整体状况还在增加,但增长速度在

逐步放缓. 

4.4  万元 GDP能源强度、二产和三产比重以及

研发投入比重等驱动因子能够抑制城市碳足迹

增加.其中万元 GDP 能耗强度负向影响力最高,

二产比重、三产比重和研发投入比重影响程度依

次降低,它们对城市碳排放的弹性系数分别为

0.147、0.138、0.104和 0.092.代表地区能源消费

构成、经济增长方式、设备技术装备水平及能源

利用效率等综合性指标的单位能耗强度,对北京

市碳减排的作用最大,但仍不足以抵消城市化、

人口、收入水平等其他因素引起的二氧化碳增长

量.此外过去的十几年,因奥运年份等短期政策强

化导致城市二产比重降低,对碳减排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但炼焦、钢铁、化工等行业从首都搬迁

或停产后,继续通过二产减排的空间和潜力不大.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提高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

的第三产业比重,提升质量,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和节能环保产业,鼓励和扶持低碳产业发展应

当得到更多的重视. 

4.5  提出以下政策化建议.第一,控制城市化速

度与水平对影响北京城市碳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有必要科学合理规划低碳城市,在城市化空间结

构方面,大力发展集中型、紧凑型及组团型的城

镇空间布局模式来减少碳排放,同时打造低碳建

筑和低碳交通体系.第二,北京人口基数巨大,在

未来一段时期内,城市人口总量仍会保持增长,人

口对资源、能源需求和相应的碳排放也会相应增

长.因此在生育自愿的情况下,适当的控制人口对

于减少城市碳排放压力有所帮助,其中重要措施

之一是完善户籍制度,发挥制度在引导、服务和

管理外来人口方面的作用,另外通过产业转移,向

周边地区疏导人口,控制城市人口总量.第三,合

理引导居民消费,鼓励居民向绿色消费和低碳消

费发展.第四,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来建设低

碳城市,北京市需要发挥本地科技资源优势,吸收

和开发先进低碳环保技术,加强并协调区域低碳

技术创新要素间互动,推进产学研合作和技术转

移,提高低碳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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